
制造全球化、 服务本地化与服务贸易逆差：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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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中国与 ５４个国家和地区双边细分行业的数据分析了制造全球

化和服务本地化对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 制造业全球化

程度的提升， 增加了对国外服务品的需求， 造成服务贸易逆差。 制造业对国外服务

品需求每提高 １０％， 服务贸易逆差会增加 ２􀆰 ５３８％； 而服务业的全球化程度提高有

助于缓解服务贸易逆差。 第二， 制造业当期进口的服务品会造成滞后 ２－４ 年的服

务贸易逆差。 第三， 二元开放结构对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不具有空间效应， ＯＥＣＤ
国家和非 ＯＥＣＤ国家和地区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第四， 总部经济会扭转二元开放

结构造成的服务贸易逆差， ＩＣＴ技术的发展会加剧二元开放结构对服务贸易逆差的

影响强度。 实证结果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ＩＶ 工具变量和分样本检验等三种稳健性

检验， 因此回归结果是无偏一致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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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８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四十年间中国稳步推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

放， 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 ２００９ 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
２０１０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２０１６ 年人均 ＧＤＰ 超过 ８０００ 美元正式迈

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人口红

利衰减、 “中等收入陷阱” 风险累积、 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等一系列内因与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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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下，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 “新常态”。 为了化解潜在风险， 维持经济健康稳

定发展， 必须要坚持供给侧改革， 补经济短板。 虽然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 但

是深入分析后会发现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 服务贸易逆差问题已经成为中国

经济增长的短板， 是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制约因素。
扭转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关键在于了解逆差的成因。 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是自

从 １９８０年有服务贸易记录以来的峰值， 在全球经济史上并无先例， 是一种崭新的

独特现象。 图 １给出 １９８２—２０１６年中国服务贸易净值的折线图。

图 １　 中国服务贸易净值 （１９８２—２０１６ 年）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观察图 １可以发现， 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是伴随着对外开放几个关键节点发生

质变： １９９２年是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年， 随后中国开放进程不断加速； ２００２ 年是中

国加入 ＷＴＯ的年份， 中国制造业深入融入全球价值链； ２００８ 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

发的年份， 随后逆全球化席卷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几个关键节点都和对外开放

高度相关。 本文认为两者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 思考服务贸易逆差的成因应当和对

外开放结构相结合。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一条典型的非均衡战略， 东部地区凭借自身

低要素价格的优势和政策红利主动承接发达国家订单， 率先加入全球分工体系， 从

事生产和组装工作。 这样的开放路径具有地区和行业的双重偏向， 先发展的是东部

地区的制造业， 服务业由于产品属性和技术制约， 未能很好的融入全球价值链。 本

文将这种制造业融入全球生产体系， 而服务业尚未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现象称之为二

元开放。 一方面， 全球价值链前端的生产研发和后端的营销品牌建设被发达国家牢

牢掌控， 制造业生产的都是发达国家设计好的产品， 随后将产品交给跨国公司进行

营销和品牌推广， 无论是前端的研发设计， 还是后端的营销都属于服务贸易的统计

范围。 这种全球分工格局造成中国大量的服务品进口。 另一方面， 中国的制造业比

重过高， 服务业比重相对偏低。 非均衡的发展策略促使生产要素大幅流入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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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较低。 同时， 制造业的中间服务品需求

都流向国外服务业， 本地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联效应被全球价值链割裂， 进一步压

缩服务业发展空间， 两种因素叠加导致服务贸易出口相对不足， 大幅进口和出口不

足最终造成中国服务贸易的巨额逆差。
本文从以下方面对服务贸易逆差进行扩展研究： 第一， 提出制造业全球化、 服

务业本地化是造成服务贸易逆差成因的观点。 本文认为服务业比较优势不足， 国际竞

争力低下只是表象， 全球生产分工的格局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是导致服务贸

易逆差的根本原因。 目前世界分工格局割裂了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关联， 制造

业对服务业的拉动作用无法体现， 并压缩服务业发展空间， 为出口商品而进口服务的

现象最终导致服务贸易的逆差。 第二， 基于 ＦＨ指数计算出双边细分行业制造业的服

务外包和服务业的服务外包， 刻画出制造业全球化和服务业本地化程度， 并通过计量

分析证实制造业全球化、 服务业本地化是造成服务贸易逆差的原因， 精准刻画制造业

全球化、 服务业本地化是文章实证的关键。 本文扩展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９９） ［１］的
ＦＨ指数， 刻画出制造业全球化和服务业本地化程度。 第三， 本文分别考察二元开放

结构对服务贸易逆差的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 考虑到服务贸易存在明显路径依赖， 因

此需要深入分析二元开放结构对服务贸易冲击的时间效应。 本文借鉴和扩展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 和 Ｒａｖｅｈ （２０１８） ［２］的处理方法， 利用滞后一期到五期的数据分别测度二

元开放结构对服务贸易影响的时间效应。 第四， 本文还考察了总部经济和 ＩＣＴ技术对

二元开放结构和服务贸易逆差成因的调节机制。 一方面， 金融危机之后， 逆全球化浪

潮席卷世界， 全球价值链发生重构， ＧＶＣ 上的节点逐步成为区域经济的核心， 总部

经济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要形态。 总部经济如何影响服务贸易？ 这是本文关注的重

点问题。 另一方面， ＩＣＴ技术的发展帮助服务品摆脱本地化限制， 显著促进服务贸易

的发展。 尤其是考虑到近年来中国互联网的蓬勃发展， 更加需要分析信息通讯技术的

发展对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 因此， 本文将重点分析总部经济和 ＩＣＴ技术发展对

二元开放结构与服务贸易逆差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一、 研究设计、 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 研究设计

本文借鉴 Ｂｒｅｉｎｌｉｃｈ 和 Ｃｒｉｓｃｕｏｌｏ （２０１１） ［３］以及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等 （２０１６） ［４］的实证模

型， 从制造业的中间品需求以及服务业的中间品需求双重视角分析参与全球价值链

程度差异对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 在结合样本实际特征的基础上， 本文的计量

方程为：
ｓ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ｊ，ｔ ＋ α２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ｊ，ｔ ＋ μｉ ＋ μ ｊ ＋ δｔ ＋ εｉｊ，ｔ （１）

其中，下标 ｉ 表示服务贸易的细分种类， ｊ 表示不同的贸易伙伴， ｔ 表示年份。
ｓｔｒａｄｅ 表示服务贸易净值， 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ｊ， ｔ 表示 ｔ 年中国制造业使用的来自 ｊ 国或地区 ｉ
行业的服务品， 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ｊ， ｔ 代表 ｔ 年中国服务业使用的来自 ｊ 国或地区 ｉ 行业的服务

品。 考虑到中国的服务贸易持续的逆差， 本文采用半对数模型。 μｉ 是行业的固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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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μ ｊ 是国家或地区固定效应， δｔ 是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ｔ 是随机误差项。 因此， 本文

控制 “国家或地区—行业—时间” 的固定效应。 考虑到服务贸易的演化存在路径

依赖的特点， 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了服务贸易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
ｓ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α０ ＋ α１ｓｔｒａｄｅｉｊ，ｔ－１ ＋ α２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ｊ，ｔ ＋ α３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ｊ，ｔ

＋ μｉ ＋ μ ｊ ＋ δｔ ＋ εｉｊ，ｔ 　 　 　 　 （２）
与 Ｂｒｅｉｎｌｉｃｈ 和 Ｃｒｉｓｃｕｏｌｏ （２０１１） 不同的是， 本文还加入控制变量避免遗漏解

释变量。 Ａｒｉｕ 等 （２０１９） ［５］在分析金融危机期间的服务贸易额时发现， 国家对资本

账户的控制是影响服务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 毛艳华和李敬子 （２０１５） ［６］在分析中

国服务业出口时， 加入要素禀赋 （人均资本） 和贸易自由化程度来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融合以上文献之后， 加入双边的相对资本控制、 相对要素禀赋和相对贸易自由

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因此， 本文计量方程进一步变为：
　 ｓ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α０ ＋ α１ｓｔｒａｄｅｉｊ，ｔ－１ ＋ α２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ｊ，ｔ ＋ α３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ｊ，ｔ ＋ α４ ｌｎｐｋｉｊ，ｔ

　 　 　 　 　 　 　 α５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ｔ ＋ α６ ｌ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μｉ ＋ μ ｊ ＋ δｔ ＋ εｉｊ，ｔ （３）
ｐｋ 表示相对人均资本， 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是相对贸易自由化程度，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是相对

资本控制程度。 进一步， 为了避免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差分处理：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ｊ，ｔ ＝ ｓ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ｓ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１ ， 差分较好的克

服了内生性问题。 因此， 本文的计量方程最终设定为：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ｊ，ｔ ＝ α０ ＋ α１ｄｓｔｒａｄｅｉｊ，ｔ－１ ＋ α２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ｊ，ｔ ＋ α３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ｊ，ｔ ＋ α４ ｌｎｐｋｉｊ，ｔ

　 　 　 　 　 　 　 α５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ｔ ＋ α６ ｌ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μｉ ＋ μ ｊ ＋ δｔ ＋ εｉｊ，ｔ （４）
（二） 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服务贸易逆差

中国与 ５４个双边国家或地区的双边细分行业的服务贸易逆差的数据源于联合

国贸易发展数据库和 ＯＥＣＤ统计数据库中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Ｂａｎ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ｙ⁃
ｍｅｎｔｓ子数据库。 在数据库中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数据都是按照现价美元测算的， 本

文通过价格指数将进出口都换算为以 １９９２为基期的实际出口值和进口值。
２􀆰 核心解释变量： 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间服务品需求结构的测度

目前世界经济分工的格局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占据前端的研发设计环节和后端的

营销服务环节，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和组装环节。 这样

的分工不仅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低贸易收益， 还割裂其产业体系的健全发展。 中国的制

造型企业按照跨国巨头的设计好的模板进行生产， 产品完工之后也交由其营销和销

售。 反映在贸易统计上的结果就是： 中国需要进口大量的服务品， 出口工业品①。 为

了准确刻画出这一现象对服务贸易逆差形成的影响机制， 本文将分析制造业生产过程

中的进口服务品和服务业生产中的进口服务品对服务贸易逆差的作用。 本文的难点在

于如何测度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融入程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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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巫强和刘志彪 （２００９） 观察到中国出口奇迹背后是大规模的资本品进口， 他们将这一现象归纳 “为出口

而进口”。 这一观点忽略进口服务品的作用， 中国出口奇迹背后不仅是大规模进口机械设备， 更是巨额的服务贸

易逆差。



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参与程度借鉴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９９） 的处理方法， 利用中

间品进口占比来衡量离岸外包：

ＦＨｉｊｔ ＝∑
ｍ
（
Ｘ ｉｊｍｔ

Ｙｉｔ
）（

Ｍｍｔ

Ｄｍｔ
） （５）

各变量的定义如下： Ｘ ｉｊｍｔ 表示地区 ｉ 行业 ｊ 在 ｔ 年使用来自行业 ｍ 中间品投入

量， ∑
ｍ
Ｘ ｉｊｍｔ 代表地区 ｉ行业 ｊ在 ｔ年使用的中间投入品总量， Ｍｍｔ 表示行业ｍ在 ｔ年的

总进口量， Ｄｍｔ 表示行业ｍ在 ｔ年的总消费量。 其中， Ｄｍｔ ＝ Ｐｍｔ ＋ Ｍｍｔ － Ｅｍｔ， Ｐｍｔ 代表

ｔ年行业ｍ的总产出量， Ｍｍｔ 是行业ｍ在 ｔ年的总进口量， Ｅｍｔ 表示行业ｍ在 ｔ年的总

出口量。 行业的离岸外包越多， 说明行业使用外国中间品比例越高， 对本地中间品

使用越少。 该公式计算的是行业 ｊ 使用的中间品 ｍ，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制造业使用

国外的中间服务品是否导致我国服务贸易的逆差， 即制造业 ｊ 使用的服务品 ｍ 对其

贸易净值的影响。 因此， 本文需要对 ＦＨ 指数进行修正， 修正后的公式为：

ＦＨｉｊｔ ＝∑
ｊ
（
Ｘ ｉｊｍｔ

Ｙｉｔ
）（

Ｍｍｔ

Ｄｍｔ
） （６）

该公式的行业是将所有行业 ｊ 使用的服务品 ｍ 相加， 得到加总层面制造业 ｊ 对
服务品 ｍ 的整体使用比重。 变换之后的 ＦＨ 指数可以匹配服务贸易的统计口径。 计

算制造业的离岸外包需要中间投入品比例、 行业的产出、 进口额和出口额。 我们采

用陈启斐和刘志彪 （２０１４） ［７］年的处理方法， 将商品贸易数据合并为产业数据。
３􀆰 相关控制变量

（１） 相对要素禀赋： 参考毛艳华和李敬子 （２０１５） 的处理方法， 要素禀赋采

用各个国家或地区实际资本存量与劳动总人数的比重来衡量。 资本存量的核算采用

永续盘存法， 公式如下： Ｋ ｉｊ，ｔ ＝ （１ － δｉｊ，ｔ －１）Ｋ ｉｊ，ｔ －１ ＋ Ｉｉｊ，ｔ 。 其中， Ｋ ｉｊ，ｔ 和 Ｋ ｉｊ，ｔ －１分别表示 ｊ
国的 ｉ行业在 ｔ年和 ｔ － １年的资本存量， Ｉｉｊ，ｔ 和 δｉｊ，ｔ －１分别表示 ｊ国 ｉ行业在 ｔ年的不变

价投资额和资本折旧率。 我们借鉴毛艳华和李敬子 （２０１５） 计算服务业资本存量

时所采用的 ４％的折旧率。
（２） 相对贸易自由化程度。 贸易自由化程度是影响双边服务贸易流的重要因

素， 本文用全球经济自由度来衡量该指标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数据来源于加

拿大弗雷泽研究所。
（３） 相对资本控制程度。 现有对服务贸易的研究集中贸易自由化对其的影响，

鲜有涉及到 ＦＤＩ。 考虑到商业存在是服务贸易的主要形态之一， 资本的自由度是影

响双边服务贸易的重要指标。 因此， 本文将资本控制度引入到计量方程中， 作为控

制变量之一。

二、 实证分析

（一） 制造业全球化、 服务业本地化对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

中国凭借低要素禀赋价格优势参与 ＧＶＣ的策略是一种典型的非均衡战略：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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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先加入全球价值链， 而服务业尚未能融入全球价值链， 这种非对称的开放战略是否

是引致服务贸易巨额逆差的原因？ 本文将样本拆分为制造业的服务外包和服务业的服

务外包， 分别分析非对称开放与服务贸易逆差的关系。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制造业全球化、 服务业本地化与服务贸易逆差的全样本回归

变量

方程 （１） 方程 （２） 方程 （３） 方程 （４） 方程 （５） 方程 （６）
取差分 原始项

制造业和服务业两部门 制造业和服务业两部门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０􀆰 ２８６∗∗∗ 　 　 ０􀆰 ２８３∗∗∗ 　 　 ０􀆰 ２８１∗∗∗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１３１）

Ｌ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 １２７∗∗∗ 　 　 １􀆰 １２７∗∗∗ 　 　 １􀆰 １２６∗∗∗

（０􀆰 ００３８３） （０􀆰 ００３８５） （０􀆰 ００３８６）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ｒｅ ２７􀆰 ７６∗∗∗ ２８􀆰 ２５∗∗∗ ２５􀆰 ３８∗∗∗ １５􀆰 ５７∗∗∗ １５􀆰 ８１∗∗∗ １３􀆰 ５６∗∗∗

（５􀆰 ０９６） （５􀆰 １０２） （５􀆰 ２００） （４􀆰 ７１３） （４􀆰 ７１８） （４􀆰 ７９３）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２７􀆰 ３０∗∗∗ －２６􀆰 ８１∗∗∗ －２２􀆰 ６５∗∗∗ －１５􀆰 ８９∗∗∗ －１５􀆰 ３９∗∗∗ －１２􀆰 １８∗∗∗

（４􀆰 ７７４） （４􀆰 ７８４） （５􀆰 ００３） （４􀆰 ４１０） （４􀆰 ４２６） （４􀆰 ５９２）

ｌ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
－７３􀆰 １８∗∗ －７３􀆰 ７４∗∗ －６０􀆰 ７１∗∗ －５１􀆰 ３５∗∗ －４８􀆰 ０２∗ －３８􀆰 ４８
（２９􀆰 １９） （２９􀆰 １９） （２９􀆰 ５４） （２５􀆰 ６４） （２５􀆰 ７７） （２６􀆰 ０１）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６􀆰 ３４５∗ ７􀆰 ０４９∗ ４􀆰 ８０８ ５􀆰 ５０４∗

（３􀆰 ７５７） （３􀆰 ７６２） （３􀆰 １９９） （３􀆰 ２０９）

ｌｎｐｋ
－２３􀆰 ４１∗∗∗ －１９􀆰 ６２∗∗∗

（８􀆰 ３００） （７􀆰 ５２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６􀆰 ８４∗∗ －１３􀆰 ３９ －９９􀆰 ４３∗∗∗ －２１􀆰 ２８∗∗ －１０􀆰 ６４ －８３􀆰 ３４∗∗∗

（１０􀆰 ９６） （１３􀆰 ４５） （３３􀆰 ３４） （９􀆰 ７７２） （１２􀆰 ０１） （３０􀆰 ３７）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 ６７０ ５ ６６５ ５ ６６５ ５ ９４０ ５ ９３５ ５ ９３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５８４４ ０􀆰 ６０５３ ０􀆰 ２１７５ ０􀆰 ９４１ ０􀆰 ９４１ ０􀆰 ９４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ｎｅｌ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注： 实证的结果均由 ｓｔａｔａ１４计算并整理得出。∗∗∗、∗∗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圆括号中
的数字为双尾检验的 ｔ值。

在分析制造业全球化、 服务业本地化对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中， 本文依旧对贸

易、 资本和要素禀赋进行控制。 方程 （１）—（３） 分别加入资本控制程度、 贸易自

由化程度以及要素禀赋， 方程 （３） 同时纳入三种控制变量。 ３个计量方程呈现出相

同的结果， 制造业全球化程度提高会拉大服务贸易逆差， 服务业自由化程度提高会扭

转服务贸易逆差。 计量结果显示， 当制造业对国外服务品需求提高 １％， 服务贸易逆

差会增加 ０􀆰 ２５３８％； 当服务业对国外服务品的需求提高 １％， 服务贸易逆差会减少

０􀆰 ２２６５％。 本文认为中国服务贸易巨额逆差的形成机理在于： 一方面，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

放， 鼓励东部发达地区的制造业优先加入全球生产网格； 服务业由于发展滞后以及贸

易壁垒较高， 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速度明显低于制造业。 这种二元开放结构导致中国制

造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成为全球价值链生产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Ｌｏｐｅｚ－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２０１５） ［８］。 服务业具有典型的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特征， 改革开

放初期中国不具备发展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优先发展制造业的战略实现中国经济的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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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但是也造成制造业比重过大、 服务业比重偏低的产业结构①。 服务业发展滞后严

重制约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压缩出口服务贸易的空间， 导致出口服务贸易

低下。 另一方面， 在目前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下， 分工格局表现为发达国家生产和出

口服务品、 进口制造品； 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制造品， 进口生产性服务品。 此

外，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设定了严苛的环保要求和技术标准， 发展中国家为

了达到这类标准， 必须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级服务要素。 全球生产体系的分工格局导致

中国这种典型的制造型国家， 对发达国家的高级服务要素的需求日益加大。 以上分析

表明， 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服务品出口空间； 全球价值链格局导致中国对国外服务品

的需求日益旺盛， 进口额不断上升； 最终导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不断上升。 考虑到

对被解释变量取差分可能会改变原有的数据性质， 降低核心变量的解释力度。 因

此， 本文还对被解释变量的原始项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 １ 的方程 （４）— （６）。
这 ３个方程依次加入资本控制程度、 贸易自由化程度以及要素禀赋控制变量。 对比

方程 （３） 和方程 （６） 可以发现， 采用原始项和差分项均不改变方程的结果： 制

造业全球化程度提高会拉大服务贸易逆差， 服务业自由化程度提高会扭转服务贸易

逆差。
（二） 时间效应： 短期 ＶＳ长期

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联效应， 会将二元开放结构对服务贸易的冲击放大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 ａｎｄ Ｒａｖｅｈ， ２０１８）。 这种二元开放结构对服务贸易的冲击在时间上会

延续多久？ 为了分析二元结构冲击的时间效应， 本文参考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 和 Ｒａｖｅｈ
（２０１８） 的处理方法， 构建的如下的计量方程：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ｊ，ｔ ＝ α０ ＋ α１ｄｓｔｒａｄｅｉｊ，ｔ－１ ＋ α２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ｊ，ｔ－ｎ ＋ α３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ｊ，ｔ －ｎ ＋ α４ ｌｎｐｋｉｊ，ｔ

　 　 ＋ α５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ｔ ＋ α６ ｌ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μｉ ＋ μ ｊ ＋ δｔ ＋ εｉｊ，ｔ （７）
在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和 Ｒａｖｅｈ （２０１８） 的文章里 ｎ 设定为 ３年， 以考察时间效应。 为

了全面分析二元开放结构对服务贸易逆差的冲击， 本文将 ｎ 设定为 ５年。 因此， 本

文对时间效应的考察从 ｔ－１ （ｎ＝ １） 到 ｔ－５ （ｎ＝ ５）， 共五期， 实证结果见表 ２：
从表 ２中可以发现， 二元开放结构对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间效

应， 从 ｔ－２到 ｔ－４是显著的， ｔ－１ 和 ｔ－５ 不显著。 这说明， 制造业全球化、 服务业

本地化对服务贸易逆差的冲击具有 “短尾效应”， 当期制造业对服务品的进口不仅

会影响当期服务贸易逆差额， 进口竞争效应还会影响本地服务企业的生产行为， 促

使生产资源流向制造业， 压缩服务业的产出空间， 导致滞后二期、 三期和四期的服

务贸易逆差。 第三期之后， 短尾效应的作用强度减弱， 第五期不显著。
（三） 空间效应： ＯＥＣＤ和非 ＯＥＣＤ和地区

服务贸易作为典型的高级形态贸易模式， 只有当一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才

具有发展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ｅｒｔ， １９９６）。 中国制造业进口服务

品对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是否具有空间效应。 针对该问题， 本文将样本分为 ＯＥＣＤ
国家和非 ＯＥＣ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 实证结果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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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二元开放结构对服务贸易逆差影响的视角效应

变量

滞后一期 滞后二期 滞后三期 滞后四期 滞后五期

方程 （１） 方程 （２） 方程 （３） 方程 （４） 方程 （５）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０􀆰 ２８８∗∗∗ 　 ０􀆰 ２８８∗∗∗ 　 ０􀆰 ２７６∗∗∗ 　 ０􀆰 ２５９∗∗∗ 　 　 ０􀆰 ２４３∗∗∗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１３９） （０􀆰 ０１４３）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ｔ－１
１２􀆰 ９６
（９􀆰 ２９８）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ｔ－１
－１０􀆰 ２９
（９􀆰 ２６８）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ｔ－２
２３􀆰 ６０∗∗

（９􀆰 ８９０）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ｔ－２
－２１􀆰 ３４∗∗

（９􀆰 ７２１）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ｔ－３
３０􀆰 １６∗∗∗

（１１􀆰 ４８）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ｔ－３
－２８􀆰 ６３∗∗

（１１􀆰 ２０）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ｔ－４
２５􀆰 ６３∗∗

（１２􀆰 ２６）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ｔ－４
－２６􀆰 ３８∗∗

（１１􀆰 ９６）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ｔ－５
　 　 １１􀆰 ４７
（１３􀆰 ４０）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ｔ－５
－１２􀆰 ９６
（１３􀆰 １２）

ｌ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
－８９􀆰 ０４∗∗∗ －８１􀆰 １８∗∗∗ －７８􀆰 ９８∗∗ －２１５􀆰 ９∗∗∗ －２０２􀆰 ３∗∗∗

（２９􀆰 ０７） （２９􀆰 ０３） （３１􀆰 １５） （４６􀆰 １２） （４８􀆰 ７２）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７􀆰 ３８９∗∗ ７􀆰 ２４９∗ ８􀆰 １０２∗ ３０􀆰 ９２∗∗∗ ２９􀆰 ５６∗∗∗

（３􀆰 ７２１） （３􀆰 ７０６） （４􀆰 １４５） （６􀆰 ９５１） （７􀆰 ３７１）

ｌｎｐｋ
－３２􀆰 ７１∗∗∗ －３２􀆰 ５８∗∗∗ －３４􀆰 １８∗∗∗ －３１􀆰 ２６∗∗∗ －４３􀆰 ０４∗∗∗

（８􀆰 １６２） （８􀆰 １８８） （８􀆰 ６６８） （９􀆰 １２４） （１１􀆰 ５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３１􀆰 ２∗∗∗ －１２２􀆰 ８∗∗∗ －１２５􀆰 ９∗∗∗ －１１２􀆰 ６∗∗∗ －１７５􀆰 ５∗∗∗

（３４􀆰 ４８） （３３􀆰 ８１） （３５􀆰 ０９） （３７􀆰 ６５） （４６􀆰 ８５）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５ ６６５ ５ ６６５ ５ ３９５ ５ １２５ ４ ８５５
调整后的 Ｒ值 ０􀆰 １６８６ ０􀆰 １７０７ ０􀆰 １６７ ０􀆰 １９４９ ０􀆰 １４０７

面板数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注： 实证的结果均由 ｓｔａｔａ１４计算并整理得出。∗∗∗、∗∗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圆括号中的
数字为双尾检验的 ｔ值。

从表 ３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 ＯＥＣＤ国家还是非 ＯＥＣＤ国家和地区， 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制造业全球化和服务业本地化产业格局都是造成服务贸易逆差的原因。 这说

明，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二元开放结构对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在空间上具有一致性，
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开展价值链活动不会影响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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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ＯＥＣＤ国家和非 ＯＥＣＤ国家和地区的对比分析

变量

ＯＥＣＤ 非 ＯＥＣＤ

方程 （１） 方程 （２）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０􀆰 １０６∗∗∗ ０􀆰 ４２３∗∗∗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２０４）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３２􀆰 ５２∗∗∗ １８􀆰 ０１∗

（５􀆰 ９３３） （９􀆰 ９１７）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３１􀆰 ６０∗∗∗ －１４􀆰 ７１
（５􀆰 ５３７） （９􀆰 ８７３）

ｌ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
－１０７􀆰 ９∗∗∗ ９１􀆰 ５１
（２９􀆰 ７７） （７５􀆰 ９３）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０􀆰 ５８３ ２５􀆰 ０８∗∗∗

（３􀆰 ９９８） （８􀆰 ６１５）

ｌｎｐｋ
－１６􀆰 ２８∗ －５２􀆰 ９６∗∗∗

（８􀆰 ３５０） （１９􀆰 ８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０６􀆰 ３∗∗∗ －１４５􀆰 ７∗∗

（３６􀆰 ２９） （７１􀆰 ８２）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 ５７０ ２ ０９５
调整后的 Ｒ值 ０􀆰 ０４４ ０􀆰 ２３６２

面板数 １７０ １００
注： 实证的结果均由 ｓｔａｔａ１４计算并整理得出。∗∗∗、∗∗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圆括号中
的数字为双尾检验的 ｔ值。

（四） 引入总部经济和信息通讯技术

一方面， 随着服务经济时代的来临， 总部经济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形态。 金

融危机之后， 全球价值链发生重构， 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地区逐步成为价值链上的核

心节点。 区域 “次中心” 和总部经济的作用， 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逐步融入

全球价值链。 那么， 总部经济的发展能否扭转中国服务贸易逆差？ 这是本文进一步

需要关注的问题。 另一方面，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技术进步， 企业的技术进步导致

全球生产共享、 生产分割以及产品线的跨国配置 （Ｆｏｒｔ， ２０１７） ［１０］。 因此， 信息技

术会促进中国制造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这是否会加剧服务贸易逆差？ 针对该问

题， 本文将构建计量方程进行时实证分析， 实证模型如下：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ｊ，ｔ ＝ α０ ＋ α１ｄｓｔｒａｄｅｉｊ，ｔ－１ ＋ α２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ｊ，ｔ ＋ α３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ｊ，ｔ ＋ θ１（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ｊ，ｔ∗Ｚ） ＋
θ２（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ｊ，ｔ∗Ｚ） ＋ α４ｌｎｐｋｉｊ，ｔ ＋ α５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ｔ ＋ α６ｌ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μｉ ＋ μｊ ＋ δｔ ＋ εｉｊ，ｔ

（８）
其中， Ｚ 表示总部经济和信息通讯技术。 本文参考 Ｊａｂｂｏｕｒ （２０１２） ［１１］的观点， 将

本地的研发投入作为刻画总部经济的代理变量①。 信息通讯的技术指标参考 Ａｒｉｕ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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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背后的思想是： 总部经济作为企业的核心部门， 保留了研发和设计功能， 将生产组装、 营销和售后

服务 （电话服务等） 进行外包。 因此， 本地的研发投入是衡量总部经济较好的代理变量。



Ｍｉｏｎ （２０１０） ［１２］和 Ｍａｉｎａｒｄｅｓ 等 （２０１７） ［１３］的方法， 用互联网发展作为信息通讯技

术的代理变量， 互联网发展采用每百万人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来衡量①， 服务器的

数量决定了互联网使用的效率和质量。 实证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引入总部经济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回归结果

变量
总部经济 ＩＣＴ技术

方程 （１） 方程 （２） 方程 （３） 方程 （４） 方程 （５） 方程 （６）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０􀆰 ２８１∗∗∗ 　 　 ０􀆰 ２８１∗∗∗ 　 　 ０􀆰 ２７５∗∗∗ 　 　 ０􀆰 ２９８∗∗∗ 　 　 ０􀆰 ２９８∗∗∗ 　 　 ０􀆰 ２９８∗∗∗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１３２）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２８􀆰 ８６∗∗∗ ２５􀆰 ３６∗∗∗ ６３􀆰 ４５∗∗∗ ２４􀆰 ８２∗∗∗ ２３􀆰 ７４∗∗∗ ３３􀆰 ７８∗∗∗

（５􀆰 ９５８） （５􀆰 ２２１） （１０􀆰 １５） （５􀆰 ２０８） （５􀆰 １４５） （６􀆰 ７１２）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２３􀆰 ８１∗∗∗ －２２􀆰 ７０∗∗∗ －５９􀆰 ２６∗∗∗ －２３􀆰 ３９∗∗∗ －２２􀆰 ０８∗∗∗ －３１􀆰 ６２∗∗∗

（５􀆰 ０９５） （５􀆰 ２１２） （９􀆰 ８５１） （５􀆰 １４５） （４􀆰 ９８４） （６􀆰 ４５０）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ｌｎＲ＆Ｄ
－０􀆰 ５７３ －７􀆰 ４０６∗∗∗

（０􀆰 ４７９） （１􀆰 ６９４）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ｌｎＲ＆Ｄ
０􀆰 ０１６６ ７􀆰 ２１６∗∗∗

（０􀆰 ４８５） （１􀆰 ７１７）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ｌｎＩＣＴ
０􀆰 ４６１ ４􀆰 ２３０∗∗

（０􀆰 ３５５） （１􀆰 ８１７）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ｌｎＩＣＴ
０􀆰 ３００ －３􀆰 ７６９∗∗

（０􀆰 ３４８） （１􀆰 ７８３）

ｌ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
５９􀆰 ３２∗∗ －６０􀆰 ７４∗∗ －５６􀆰 ２７∗ －５７􀆰 ６２∗∗ －５７􀆰 ４９∗∗ －５６􀆰 ８２∗∗

（２９􀆰 ５６） （２９􀆰 ５５） （２９􀆰 ５２） （２８􀆰 ８９） （２８􀆰 ８９） （２８􀆰 ８８）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８６２∗ ７􀆰 ０５４∗ ７􀆰 ０１６∗ ７􀆰 ９４０∗∗ ７􀆰 ５０４∗ ７􀆰 ０５７∗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０） （３􀆰 ８５４） （３􀆰 ８７２） （３􀆰 ８７５）

ｌｎｐｋ
－２４􀆰 ２４∗∗∗ －２３􀆰 ３９∗∗∗ －２６􀆰 ９４∗∗∗ －２５􀆰 ０５∗∗∗ －２３􀆰 ６３∗∗∗ －２４􀆰 ６９∗∗∗

（８􀆰 ３２９） （８􀆰 ３１５） （８􀆰 ３４１） （８􀆰 ７６４） （８􀆰 ７５４） （８􀆰 ７６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０４􀆰 ９∗∗∗ －９９􀆰 ２９∗∗∗ －１１２􀆰 １∗∗∗ －１１１􀆰 １∗∗∗ －１０３􀆰 ９∗∗∗ －１０８􀆰 ９∗∗∗

（３３􀆰 ６５） （３３􀆰 ５７） （３３􀆰 ６４） （３６􀆰 ３９） （３６􀆰 ３５） （３６􀆰 ４０）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５ ６６５ ５ ６６５ ５ ６６５ ５ ５５５ ５ ５５５ ５ ５５５

调整后的 Ｒ值 ０􀆰 １８８５ ０􀆰 ２１８２ ０􀆰 １５７５ ０􀆰 ２２３１ ０􀆰 ２４３４ ０􀆰 ２１７０

面板数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６５ ２６５ ２６５
注： （１） 实证的结果均由 ｓｔａｔａ１４计算并整理得出。∗∗∗、∗∗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圆括
号中的数字为双尾检验的 ｔ值。 （２） 方程 （１） 和方程 （２） 分别考虑制造业服务外包、 服务业服务外包与总
部经济的交叉相乘项， 方程 （３） 将两者同时纳入倒分析框架中。 （３） 方程 （４） 和方程 （５） 分别考虑制造
业服务外包、 服务业服务外包于 ＩＣＴ技术的交叉相乘项， 方程 （６） 同时将两者纳入计量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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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 Ｎｅｔｃｒａｆ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ｔｃｒａｆｔ􀆰 ｃｏｍ ／ ） 和世行的人口估算。



从方程 （３） 中可以发现， 总部经济的发展会扭转二元开放结构造成的服务贸

易逆差。 数据显示： 总部经济与制造业服务外包交叉项的偏回归系数为－７􀆰 ４０６，
总部经济与服务业服务外包交叉项的偏回归系数为 ７􀆰 ２１６。 这意味着， 总部经济的

发展会降低制造业全球化造成的服务贸易逆差问题。 一方面， 北京、 上海和深圳等

城市发展总部经济， 增加研发投入， 增强创新能力进而提高本地生产性服务品的质

量， 加强对国内制造型企业的支持力度。 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发展存在 “搅拌效应”
（ｃｈｕｒ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技术变化提高了企业的进入率和退出率， 服务业竞争加剧、 活

力增强， 本地供给的服务品种类上升， 对国外服务品产生替代效应。 帮助制造业企

业逐步降低对国外服务品的需求， 扭转过度依赖进口的不利局面。 另一方面， 总部

经济的发展， 增强了服务业的创新能力， 有助于弥补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足的短

板， 促进服务品出口， 进一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
方程 （６） 表明，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会强化二元开放结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强度， 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服务外包交叉项的偏回归系数为 ４􀆰 ２３， 总部经济与

服务业外包交叉项的偏回归系数为－３􀆰 ７６９。 本文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对二元开放结

构与服务贸易逆差的调节机理在于： 第一， 需求偏向作用。 信息技术影响服务业的

中心任务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ａｓｋｓ）， 带动服务创新。 使用计算机改变了中心任务， 加强了对

非常规任务的需求， 从而加剧对服务品的进口。 第二， 服务贸易成本节约效应。 当

技术发生变化时， 无论这种变化是用信息技术使用量还是工作中任务的变迁来衡

量， 都会促进服务业企业数目和生产率的增加， 降低服务贸易成本 （Ａｒ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技术进步改变企业生产和组织方式， 使得许多不可贸易的服务可贸易化。
技术进步降低了地理门槛， 以及运输成本。 这些都会强化制造业对国外服务品的进

口渗透率。 第三， 生产率提升效应。 ＩＣＴ发展越好的国家， 生产率低估越严重； 信

息技术导致消费者剩余提高 ３１％～４７％ （Ｓｙｖ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７） ［１４］。 这意味着， ＩＣＴ技术

的发展从两个方面影响服务贸易： 一方面， 企业生产率提高， 会逐步扩大生产规

模， 提高对进口服务品的需求； 另一方， 消费者收入增加， 对国外的服务品 （例
如： 奢侈品①， 旅游等） 需求提高。 因此，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会同时提高企业和

家庭对国外服务品的需求， 加剧服务贸易逆差。

三、 稳健性检验

（一） 安慰剂检验： 加入 ＷＴＯ前后的对比

从图 １中可以发现， 加入 ＷＴＯ 之后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
数据显示， １９９５起， 中国服务贸易进入逆差时代。 １９９５ 年服务贸易逆差为 ６０􀆰 ９２５
亿美元， ２００１年服务贸易逆差为 ５９􀆰 ３３ 亿美元， 几乎没有显著的变化。 加入 ＷＴＯ
之后， 服务贸易逆差从 ２００２年的 ６７􀆰 ８３５亿美元飙升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４４５􀆰 ２６ 亿美元，
服务贸易逆差的涨幅为 ３６倍。 如果制造业全球化， 服务本地化是造成服务贸易逆

差的原因。 那么这一关系在加入 ＷＴＯ之前应该是弱相关关系或者不存在显著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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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系。 因此， 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 将样本划分为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两个时间段进行回归， 实证结果见表 ５。

方程 （１） 是加入ＷＴＯ之前的回归结果， 方程 （２） 为加入 ＷＴＯ之后的回归结

果。 对比两个方程可以发现， 在加入ＷＴＯ之前， 二元开放结构对服务贸易逆差的影

响不显著； 加入ＷＴＯ之后， 制造业全球化和服务业本地化显著地影响服务贸易， 并

且制造业的服务外包扩大服务贸易逆差， 服务业的服务外包缩小服务贸易逆差， 回归

结果与整体一致。 这说明， 二元开放结构是造成服务贸易严重失衡的重要因素。

表 ５　 制造业全球化、 服务业本地化与服务贸易逆差的全样本回归 （加入ＷＴＯ 前后对比）

变量

方程 （１） 方程 （２）

加入 ＷＴＯ之前 加入 ＷＴＯ之后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０􀆰 ０５５１∗∗ 　 ０􀆰 １６２∗∗∗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１７２）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４􀆰 ６０３ ２５􀆰 １０∗∗∗

（５􀆰 ５２２） （８􀆰 ２７０）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３􀆰 ７２４ －２４􀆰 ２０∗∗

（５􀆰 ４７８） （９􀆰 ８８２）

ｌ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
－１１􀆰 ４１ －２４９􀆰 ６∗∗∗

（１８􀆰 ０３） （７３􀆰 ７８）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０􀆰 １３７ ４８􀆰 ９０∗∗∗

（１􀆰 ８５１） （１２􀆰 ５８）

ｌｎｐｋ
－１􀆰 ０７７ －６６􀆰 ８５∗∗∗

（３􀆰 ７４９） （１９􀆰 ５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 ５６ －２４６􀆰 ２∗∗∗

（１７􀆰 ７４） （８５􀆰 ５２）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 １５５ ３ ５１０
调整后的 Ｒ值 ０􀆰 ４３ ０􀆰 ６７８

面板数 ２７０ ２７０
注： 实证的结果均由 ｓｔａｔａ１４计算并整理得出。∗∗∗、∗∗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圆括号中

的数字为双尾检验的 ｔ值。

（二） ＩＶ工具变量

本文用外包衡量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研究外包不可避免的

会遇到内生性问题， 以外包刻画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变量分析服务贸易逆差问题，
存在两种情况的内生性问题———需求冲击和生产率干扰。 需求冲击指由于不可观测

的需求因素， 导致对消费性服务品的进口需求增加。 生产率干扰是由于企业生产率效

率的提升导致对生产性服务品的进口需求上升。 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文将采用工

具变量进行检验。 本文对工具变量的选择， 参考 Ｈｕｍｍｅｌｓ 等 （２０１４） ［１５］的方法。
Ｈｕｍｍｅｌｓ等 （２０１４） 在研究外包对丹麦工人收入的实证中， 利用本国之外世界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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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和运输成本作为外包的工具变量。 其原理为： 世界总出口 （剔除本国） 的增长

可以反映出同期需求的变化， 运输成本的变化则反映生产率的提升状况。 考虑到， 本

文计量分析变量是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 服务品具有 “无形性” 特征， 运输成本无

法较好的反映服务贸易影响因素。 Ｈｏｅｋｍａｎ 和 Ｓｈｅｐｈｅｒ （２０１７） ［１６］建议在分析服务贸

易时， 相比较生产率， 政策因素更为重要。 因此， 本文使用世界服务出口 （剔除中

国） 和贸易壁垒乘积的对数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实证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制造业全球化、 服务业本地化与服务贸易逆差的稳健性检验 （ＩＶ工具变量法）

变量

关税的
均值

关税的
标准差

关税率 非关税壁垒
资本控制

程度
对国外投资
者的限制

方程 （１） 方程 （２） 方程 （３） 方程 （４） 方程 （５） 方程 （６）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 ４０５∗∗∗ 　 　 ２􀆰 ４０３∗∗∗ 　 　 ２􀆰 ４０４∗∗∗ 　 　 ２􀆰 ４０３∗∗∗ 　 　 ２􀆰 ４０４∗∗∗ 　 　 ２􀆰 ４０３∗∗∗

（０􀆰 ０３８５） （０􀆰 ０３８５） （０􀆰 ０３８５） （０􀆰 ０３８５） （０􀆰 ０３８５） （０􀆰 ０３８５）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２３􀆰 ６８∗∗∗ ２５􀆰 ７１∗∗∗ ２４􀆰 ４４∗∗∗ ２４􀆰 １５∗∗∗ ２３􀆰 ７６∗∗∗ ２５􀆰 ３０∗∗∗

（７􀆰 １７７） （７􀆰 ２０８） （７􀆰 １８４） （７􀆰 １５６） （７􀆰 １７２） （７􀆰 ２３１）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２３􀆰 ００∗∗∗ －２７􀆰 ４２∗∗∗ －２６􀆰 ０８∗∗∗ －２７􀆰 １９∗∗∗ －２４􀆰 ５７∗∗∗ －２５􀆰 １０∗∗∗

（７􀆰 ３６８） （６􀆰 ７１３） （７􀆰 ３２６） （７􀆰 ２５２） （７􀆰 ５８８） （６􀆰 ９６０）

ｌ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
－２６８􀆰 ８∗∗∗ －２６１􀆰 ９∗∗∗ －２６２􀆰 ７∗∗∗ －２６８􀆰 ６∗∗∗ －３０６􀆰 ２∗∗∗ －２７３􀆰 ２∗∗∗

（９１􀆰 ５４） （８８􀆰 ９４） （９０􀆰 ４４） （８９􀆰 ２５） （８７􀆰 １９） （８９􀆰 ２４）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６􀆰 ２３７ １２􀆰 ３６ ７􀆰 １８７ １１􀆰 １５ ３６􀆰 ０１∗∗∗ １０􀆰 ７４

（１１􀆰 ５３） （１１􀆰 １４） （１１􀆰 ３７） （１１􀆰 １８） （１２􀆰 ７４） （１１􀆰 ２０）

ｌｎｐｋ
－８１􀆰 ０３∗∗∗ －７２􀆰 ７２∗∗∗ －７６􀆰 ９２∗∗∗ －７５􀆰 ４２∗∗∗ －８１􀆰 ６４∗∗∗ －７４􀆰 ０９∗∗∗

（２５􀆰 ４４） （２５􀆰 ３２） （２５􀆰 ４１） （２５􀆰 ３８） （２５􀆰 ２３） （２５􀆰 ６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５１􀆰 ５∗∗ －１７８􀆰 ７ －２１７􀆰 ４∗ －２０８􀆰 １∗ －２４３􀆰 ６∗∗ －２０５􀆰 ８∗

（１１６􀆰 ６） （１１７􀆰 ７） （１１７􀆰 ４） （１１６􀆰 ８） （１１６􀆰 ６） （１１８􀆰 ８）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５ ５６０ ５ ５６０ ５ ５６０ ５ ５６０ ５ ５６０ ５ ５６０
调整后的 Ｒ值 ０􀆰 ５６５９ ０􀆰 ５９９３ ０􀆰 ５８１４ ０􀆰 ５８７７ ０􀆰 ５６７６ ０􀆰 ５９１５

面板数 ２６５ ２６５ ２６５ ２６５ ２６５ ２６５
注： （１） 实证的结果均由 ｓｔａｔａ１４计算并整理得出。∗∗∗、∗∗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圆括
号中的数字为双尾检验的 ｔ值。 （２） 方程 （１） 是服务出口和平均关税乘积的对数值， 方程 （２） 是服务出口
和关税标准差乘积的对数值， 方程 （３） 是服务出口和关税乘积的对数值， 方程 （４） 是服务出口和非关税壁
垒乘积的对数值， 方程 （５） 是方程出口和资本账户控制程度乘积的对数值， 方程 （６） 是服务出口和对外企
控制程度乘积的对数值。

无论采用何种 ＩＶ变量， 表 ６ 中回归方程的结果和前文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因此， 前文的回归结果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三） 分样本检验

研究全球贸易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空间内生性问题， 与服务业发展程度不同的

国家开展外包活动必然会影响双边的服务贸易净值。 一方面， 考虑到美国是全球经

济的总部， 也是服务业发育程度最高的国家。① 因此， 方程 （１） 将美国从样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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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进行稳健性检验。 另一方面， 加入 ＷＴＯ 前， 中国大陆主要通过香港地区进行

转口贸易， 不同于传统的贸易模式， 因此方程 （２） 将中国香港地区从样本中剔除

进行稳健性检验， 方程 （３） 同时将中国香港和美国剔除进行稳健性检验。 三个方

程的结构和整体一致， 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不会随样本的改变而变化， 计量结果是

无偏可靠的。
本文最后一个稳健性检验是对服务贸易的细分类型进行研究。 服务贸易内部细

分种类众多， 不同贸易形态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本文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统一口

径之后， 有 ５种贸易形态， 其中公共服务贸易主要涉及到公共管理和公共品供给。
本地化程度远高于其他 ４种类型的服务贸易； 并且在全球价值链演化过程中较少涉

及到公共服务贸易。 因此， 本文将公共服务贸易从被解释变量中剔除， 进行稳健性

检验。 实证结果见表 ６中的方程 （４）， 方程 （４） 结构与前文的分析一致， 制造业

全球化程度提高会加剧服务贸易逆差， 服务业的全球化程度提高会减少服务贸易逆

差。 这说明， 本文的回归结果不随贸易种类的改变而变化， 是无偏有效的。

表 ７　 剔除部分国家和地区行业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剔除国家和地区 剔除行业

剔除美国 剔除中国香港 剔除美国和中国香港 剔除公共服务业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０􀆰 ２６７∗∗∗ ０􀆰 ０３６３∗∗∗ －０􀆰 ０８４８∗∗∗ ０􀆰 ２８０∗∗∗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１４７）

ｌｎｍ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２􀆰 ２２∗∗∗ ２７􀆰 ６３∗∗∗ ２５􀆰 ８８∗∗∗ ２４􀆰 ６６∗∗∗

（４􀆰 ９０２） （４􀆰 １６８） （３􀆰 ６９１） （６􀆰 ０８７）

ｌｎ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２０􀆰 ４８∗∗∗ －２６􀆰 ２４∗∗∗ －２５􀆰 ８３∗∗∗ －２１􀆰 ３４∗∗∗

（４􀆰 ７１９） （４􀆰 ００９） （３􀆰 ５４９） （５􀆰 ７４７）

ｌ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
－４５􀆰 ９３∗ －９３􀆰 ０５∗∗∗ －８２􀆰 ６８∗∗∗ －６７􀆰 ４４∗

（２７􀆰 ８０） （２３􀆰 ６１） （２０􀆰 ７８） （３７􀆰 ５８）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７􀆰 ９９４∗∗ －０􀆰 ９８５ －０􀆰 ７７１ １０􀆰 ０５∗∗

（３􀆰 ５４４） （３􀆰 ０１３） （２􀆰 ６６５） （４􀆰 ８７４）

ｌｎｐｋ
－１８􀆰 ７５∗∗ －２０􀆰 ０７∗∗∗ －１４􀆰 ６９∗∗ －３０􀆰 ３２∗∗∗

（７􀆰 ８０８） （６􀆰 ６１８） （５􀆰 ８０７） （１０􀆰 ５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７８􀆰 ６０∗∗ －１１１􀆰 ４∗∗∗ －９２􀆰 ０５∗∗∗ －１２６􀆰 ２∗∗∗

（３１􀆰 ４１） （２６􀆰 ６５） （２３􀆰 ５２） （４２􀆰 ８１）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５ ５６０ ５ ５６１ ５ ３５２ ４ ５３１
面板数 ２６５ ２６５ ２５５ ２１６

调整后的 Ｒ值 ０􀆰 ２５６１ ０􀆰 ２８ ０􀆰 ３０ ０􀆰 １９５５
注： 实证的结果均由 ｓｔａｔａ１４计算并整理得出。∗∗∗、∗∗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圆括号中
的数字为双尾检验的 ｔ值。

四、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优先发展制造业的非平衡战略极大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

结构性失衡， 其中服务贸易逆差是较为严重的问题之一。 本文利用中国和 ５４ 个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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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伙伴的双边细分行业的数据以及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１２ 年中国投入产

出表， 测算出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国外服务要素的需求， 并且分析来自国外的服

务要素供给对中国生产体系的冲击， 进而对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 本文得到以下的

结论和启示：
第一， 制造业全球化和服务贸易本地化的二元开放结构是造成服务贸易逆差的

重要原因。 在目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 中国制造业为出口到发达国家， 必须要

使用国外的高级服务要素以提高产品质量。 为出口而进口导致服务贸易的逆差。 第

二，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二元开放结构对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具有时间效应， 不存在

空间效应。 制造业当期的服务品进口会造成滞后二期到四期的服务贸易逆差， 在时

间上存在异质性； 制造业从 ＯＥＣＤ国家和非 ＯＥＣＤ国家和地区进口服务品都会造成

服务贸易逆差， 在空间上表现出同质性。 第三， 总部经济的发展会促进本地服务业

的发展， 对国外服务品产生替代效应， 扭转服务贸易逆差。 ＩＣＴ 技术的发展， 会降

低制造业进口服务品的成本， 对服务品的进口产生激励作用， 因此会加剧中国服务

贸易的逆差。
本文研究建议： 首先， 扭转服务贸易逆差的关键在于提高服务贸易自由化程

度， 降低服务业准入门槛、 扩大服务业开放力度。 通过服务进口逆向吸收国外服务

业的发展经验和先进技术， 提高本地服务业的发育程度， 强化服务业的国际竞争

力， 扩大服务业出口。 其次， 要培育总部经济形态， 尤其是北京、 上海和深圳等

地， 要提高研发投入， 增强本地服务品的质量， 逐步替代进口服务要素， 重新连接

被 ＧＶＣ割裂的 “制造—服务” 关联。 最后， 要推进服务领域有序开放， 放宽投资

准入， 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
破除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加强服务贸易领域多边、 区域和双边合作， 努力

开拓国际市场。 支持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走出去开展全球市场网络布局， 积极利用

自由贸易协定等加强重点国别市场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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